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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兴衰的历史考察及其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为例

何振海,刘玉杨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1 9 世纪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史上,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曾涌现出众多

成就显赫的研究学派。这些学派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或持续繁荣、或昙花一现。不同的兴衰境遇,与学

派自身在组织机构平台、学术理论的持续创新以及核心人物和团队代际间传承等多方面的路径走向有着

密切关系。结合学派与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逻辑,以推动学派稳定发展、实现学派持续繁荣的历

史经验为参照,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引入学派意识,着力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健康的学术

土壤,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学术基石和理论引导,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科带头人,打造具

有内聚性、开放性和持久延续性的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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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School),是一个古老的学术现象,古希腊时期就曾涌现出毕达哥拉斯学派、米利都学派、斯
多葛学派等著名学派,这些古老的学派在推动相关学术领域发展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伴
随着近代科学研究活动的专门化、职业化和密集化趋势,学派开始再度兴起于西方学术舞台,在主要的科

学门类中几乎都诞生了一批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1 9 世纪以来大学在科学研究中

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导致同期诞生的众多学派和大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另一角

度来看,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生态群落,学派在形式上与现代大学中组织化的学科之间也有极高的相似

性和关联度,学派的成败得失和兴衰历程背后所蕴含的规律性内容,对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具有

极富针对性的参考价值。本文遵从上述逻辑,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奥格本学派(Ogburn School)为案例,结合两者的不同发展境遇,辩证分析学派实现持续繁盛、

稳定传承的内在规律,进而探讨学派意识观照下中国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路径。

一、学派兴衰的不同境遇:法兰克福学派与奥格本学派发展概述

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共同体,学派与其他学术组织一样遵循着大致类似的生长“周期律”,有其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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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成熟、衰落的生命周期。具体到学派个体的微观层面,可以发现不同学派的生命周期差异极大。一

些学派体现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通过学派领袖和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不断在学术道路上推陈出新,在顺

利实现团队代际更迭的过程中确保了学派的长期繁盛;一些学派则与之相反,尽管创立之初能够以优异

表现在学术舞台大放异彩,但学派的命运却如昙花一现,绽放之后很快就归于沉寂。法兰克福学派和奥

格本学派正是学派兴衰这两种不同境遇的典型案例。
(一)持久繁荣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平台、以批判理论为核心的著名社会哲学流派。
该学派形成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仍然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其开创的批判理论范式对西方现代

社会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机构源头可以追溯到 1 9 2 3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创立的社会研究所,但直到 20 世

纪 30 年代,围绕社会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团队才具有了学派的基本特征[1]。在这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
研究所第二任所长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霍克海默于 1 9 3 1 年就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社会研

究所的研究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变迁的哲学解释”[2]1,进而在此后逐渐树立起批判理论的领导旗帜,并创

立《社会研究杂志》作为学派最新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同时还形成了一个以霍克海默为核心的学术团

队,成员包括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马尔

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弗洛姆(Erich Fromm)等。这个团队的“工作植根于欧洲哲学传统的中心又针

对目前的社会问题,并吸收当代的经验性技术,由此形成研究所成就的核心”[3]40。研究所的建制性发展

为学派在学术成就方面的巨大飞跃奠定了基石。尽管此后由于德国法西斯政权的迫害,研究所不得不几

经辗转迁至大洋彼岸,“侨居”美国①,但在学派的组织凝聚作用下,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仍然成为研究所历

史上最著名的学术辉煌期之一,涌现出霍克海默的《传统的理论和批判的理论》《独裁主义国家》、马库塞

的《哲学和批判的理论》《理性与革命》、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阿多诺的《权力主义人格》等一批影响深远

的论著,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了具有自己特

色的社会哲学理论”[4]9,并为学派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20 世纪 40 年代末,应联邦德国政府邀请,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等人从美国返回德国。经过筹

备,社会研究所于 1 9 5 1 年正式回归法兰克福大学,阿多诺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由此法兰克福学派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除前述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第一代成员继续产出高水平的成

果外,学派还涌现出了一批学术新秀,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弗雷德堡(Ludwig von Friede-
burg)、施密特(Alfred Schmidt)、内格特(Oskar Negt)等,他们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的杰出代

表。这一时期学派的学术成果同样层出不穷,包括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转变中的社会》、弗洛姆的《健
全的社会》《爱的艺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的《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知识与人的利

益》、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批判理论被“新左派”运动者接受

并奉为思想武器,批判理论的影响力突破学术界,名声大噪,尤其“20 世纪 60 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

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5]1 1 4。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阿多诺、霍克海默、弗洛姆等学派第一代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以哈贝马

斯、弗雷德堡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成员全面支撑起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1981 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交往

行为理论》,对“法兰克福第一代代表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修正和重建”[6],实现了对批判理论的现代化

转型,使批判理论重新焕发活力。哈贝马斯由此成为学派理论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并被视为学派

第二代的“理论导师”。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使交往理性之‘达成共识的有效性要求’缺失了内在的规

范性内涵”[7]142,因而遭到来自学界的批评。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以霍耐特(Axel Honneth)为代表的

第三代成员的崛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第三代的学术核心,霍耐特出版了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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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 9 34 年 5 月,霍克海默造访纽约,接受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Buttler)的建议,将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大

学。同年研究所主要成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魏特夫(Karl A.Wittfogel)等相继抵达纽约(阿多诺于 1 9 3 8 年到所工作),由此开始

了研究所在美国长达 1 7 年的“侨居”时期(期间在 1 940 年后霍克海默等人从纽约迁至加州大学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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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对“规范性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使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说”更趋

完善。霍耐特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个人学术成就及其对学派理论的引领上,还表现在学派建设方面。2001
年霍耐特接替弗雷德堡担任研究所所长,他调整学派研究方向,确立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发

展思路[8];积极发掘新一代学术梯队成员,被视为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的福斯特(Rainer Forster)和尼森

(Peter Niesen)等人开始崭露头角;此外,霍耐特还积极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努力扩大批判理论的国际影

响。时至今日,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已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但始终保持着独特的

学术活力,其未来发展仍然值得人们持续关注。
(二)短暂辉煌的奥格本学派

奥格本学派是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致力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派别,其名称来自于

创始人奥格本(William F.Ogburn),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开辟了技术社会学的一个特定领域———
“发明社会学”(Sociology of Invention)。学界一般认为,1922 年奥格本所著《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

的本质》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奥格本学派的发端;193 5 年学派另一核心成员吉尔菲兰(Seabury C.Gilfil-
lan)所著《发明社会学》的出版,完成了发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搭建,奥格本学派由此进入发展的高峰期。

奥格本学派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发明社会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奥

格本学派开创的发明社会学理论,首次系统地从社会环境中寻求发明的推动力,探讨了发明的文化决定

论、发明的组合累积模式和发明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等主题。发明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 1 9 世纪以

来发明创造井喷式涌现的社会现象,其对发明诱发机制等相关内容的研究既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也引

起了政府机构的青睐,由此为发明社会学以及奥格本学派的兴盛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现实氛围。此外,学
派创始人奥格本对发明社会学理论的运用推广也是促进学派快速兴起的关键因素。奥格本 1 9 1 2 年获哥

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奥格本将统计学方法引

入发明社会学,通过对发明活动的定量分析,总结发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开创了对发明的预测和影响研

究之先河。此外,奥格本还是一位致力于将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社会学家。20 世纪 20 年代末,奥格本已

经开始在为政府提供审查方案和政策建议的委员会任职。1930—1 933 年,奥格本兼任胡佛总统社会趋

势研究委员会主席,此后还曾任职于消费者咨询委员会、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人口普查咨询委员会等。
在任期间,奥格本参与了《最近美国社会趋势:总统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报告》和《技术趋势与国家政

策———以及新发明的社会意涵》两份报告的撰写[9]。他在其中充分阐释了发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尝

试对发明进行预测。这两份报告不仅为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效参考,也使发明社会学成为一门

广受关注的学科,从而吸引了不同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参与到发明社会学的研究中,除吉尔菲兰外,还包

括厄舍尔(Abbott Payson Usher)、肯普佛特(Waldemar Kaempffert)、伯纳德(Luther Lee Bernard)等。
这一时期,随着发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大量著作得到出版,如奥格本的《与机器一起生活》《不断变化的

社会趋势》和《技术与社会学》、厄舍尔的《机械发明史》、吉尔菲兰的《发明社会学》《发明船舶:船舶历史上

从浮木到螺旋桨船的发明研究》等,使得奥格本学派的发展达到鼎盛。
但是,奥格本学派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学派那样具有师承式的组织关系,团队大多数成员也并非只

专注于发明社会学的研究,而仅仅是将其作为各自学术事业的一部分。例如厄舍尔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

教授,其主要兴趣在经济史,他从事发明问题的研究是基于试图探讨技术发明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需

要。肯普佛特是一名新闻作者和杂志编辑,他对发明社会学的关注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科普的需

要。伯纳德则试图从心理社会学的角度阐述发明的产生。另外,尽管奥格本学派的存在得到了学术界的

普遍认可,但该学派始终没有搭建起自己的机构平台,虽然 1 9 50 年吉尔菲兰曾发起成立发明社会学协

会,但吉尔菲兰自己也承认:“没有人对这个学会感兴趣,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学会的建立没

有得到任何资助,所以这个组织从没有任何进展。”[10]

1 9 5 9 年,学派创始人奥格本去世,此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一系列社会危机导致的美国“反文化”运
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奥格本学派生存环境的恶化,学派的命运急转直下,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销声匿迹。对

于这样一个曾引起包括学术界、政府等在内的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产生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理论且盛

极一时的学派而言,其短暂的生命周期不能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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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派兴衰不同境遇的原因解析

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都是 20 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在各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研究学派,但前

者自创立至今仍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之上,学派领袖和团队成员历经更迭,却始终以完整的学派形象展示

在世人面前,而后者仅仅存续了 30 余年,在学派创始人奥格本去世后旋即走向衰落,甚至出现了在此后

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的窘境。两个学派不同的历史境遇值得后人深思。众所周知,在某个学科或学术

领域出现若干能够持续繁荣的研究学派,对该学科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有利的。鉴于此,后人有必要

深刻省思导致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不同命运的内在原因,或者说,从两个学派的不同境遇中,后人

应该对如何实现学派这一特殊学术共同体的持续繁荣,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解读。
(一)学派的持续繁荣需要可靠的平台依托

外在和显性的平台依托,是一个学派能够持续繁荣的最可靠的“物化”基础之一。毫无疑问,将学派

成员凝聚到一起的首先是学术因素(如指导理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这是一个学派之所以创立的精

神前提,但从确保学派的长久存续和长远发展来看,则必须寻求坚实可靠的平台依托。依托平台,学派能

够更便利地获得发展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学派成员能够获得更明确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机构组织下

的学术行为和学术活动也能够具有规划性和延续性,从而为学派的学术生命提供保障。由此观之,是否

具有可靠的平台依托,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出现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依托实体机构而形成的学术研究流派,即使是在迁居美国期

间,它也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在机构上的支持。而且社会研究所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组

织,特别是该所获得了相当大的财务自由。这得益于研究所发起人韦尔(Felix Weil)的慷慨出资。“1923
年,韦尔不仅支付了新研究所大楼的建筑费用,还承担了研究所全年高达 1 2 万帝国马克的经营费

用”[1 1]4。“此外,他们还建起设备完备的图书馆,馆内藏书从建所初年的近 1 4 000 本及近 200 种国内外

学术期刊,到 1 9 2 9 年底,上升到藏书 40 000 多本,订阅了近 400 种报纸杂志”[1 1]10。法兰克福学派“侨居”
美国期间,韦尔还曾为之捐款 1 0 万美元。二战后法兰克福研究所重返德国时又得到了美国和德国一些

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资助,不仅重建了法兰克福研究所大楼,还得到了开展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支持,这为研

究所在“20 世纪 60 年代一跃成为享负盛名的各个版本批判理论思想中心”[1 1]3 3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研究所提供的平台依托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们即便在二战期间的颠沛流离中也能够保持对学派

的归属感,不至分崩离析进而造成“学脉”中断。时至今日,社会研究所作为法兰克福大学一个重要学术

机构的地位始终得到确保,法兰克福学派从研究所获得的平台支持也始终得以延续。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奥格本学派的一个重大组织缺陷就是该学派没有建立起可供依托的平台机

构。奥格本学派仅凭奥格本的个人成就与声望在一段时期内吸引了一批人才进入发明社会学领域,推动

了学派的繁荣,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为这批人才提供一个实体平台。1950 年成立的发明社会学协会也

没有得到任何资助,即使是唯一的终身致力于发明社会学研究的吉尔菲兰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专门的岗

位从事这项研究。相反,“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却在几十年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饱经坎坷”[12]3 9,他一生从

事多种职业,却没能成为一名职业的研究者。没有平台,奥格本学派的发展就面临缺乏资金来源、无法形

成独特的组织文化和学术氛围、成员缺乏组织归属感、学派发展没有规划、学术活动缺乏组织协调、学术

方向分散等一系列的问题。仅靠核心人物个人声望或魅力在短期内能够形成的一个看似繁荣兴旺的学

派,但在核心人物离世后必然无法维系,只能走向凋零。
(二)学派的持续繁荣需要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理论

理论是一个学派存在的生命线,也是一个学派保持其独特性的根本所在,学派的兴衰是其理论生命

力的直接体现。对于一个学科发展而言,开创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理论,并不断地根据社会发展更新

和弥补理论缺陷,无疑会促进他们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兴旺与繁荣,从而也有利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

自信的形成,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科和学术流派奠定基础。
应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派成员总能够敏锐地结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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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求对自身的批判理论进行发展和完善。霍克海默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变化的理解,领导法兰

克福学派建构了最初的理论体系。“侨居”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肯定的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过程

中建立起独特的学派理论。在理论创新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每一代更迭都是一次对既有理论的不断完

善和改进,每一代都敏锐地觉察到上一代理论中的不足,并提出了使之更加完善的理论设想。从霍克海

默到哈贝马斯,再从哈贝马斯到霍耐特,每一代领军人物对学派学术理论的传承与创新,都在推动法兰克

福学派一次又一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与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批判理论相比,奥格本学派的发明社会学理论在发展活力上显得先天不足。

“在发明社会学研究者中,并非每位研究者都讨论了每一个观点,而是每个人只强调了理论的某一方面或

几个方面,所有的理论汇集起来形成了发明社会学的框架体系”[10]。即使是在奥格本学派最辉煌的时

期,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发明社会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进而去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

体系,而是仅仅维持一种松散的理论联系。除此之外,奥格本学派的理论还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厄舍

尔一方面认为发明是普通思维持续活动的结果,否认英雄人物在发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论述了发

明的出现需要发明者具有特殊的想象和需求感知能力,而这些能力只有特殊的发明家才具备。此类矛盾

直接影响到学界对其理论的认可,导致学科理论为大众所抵触,进而成为制约学派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没有人将这些零散的学派理论整合成一个系统,加上对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和争议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和解释,最终导致奥格本学派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三)学派的持续繁荣需要学术核心及团队的培养与代际传承

学派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学者)的组合;一个学派的兴起,需要学派奠基人与朋

辈学术骨干的不懈努力,而将这个学派延续下去、发扬光大,更需要一代代认同学派理念的学术团队成员

的代际传承和接续努力。确切地说,“学派是向科学进军的梯子队、人才群”[1 3],由于单个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此“科学工作者只能‘站在前人的肩’上从事新的探索,而且只

能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事新的发明、创造”[14]。对于学派而言,有意识地构建基于学术认同的内聚

性学术团队,努力实现学术核心人物引领下的学术团队代际间的有序传承,不仅是学派持续繁荣的必要

途径和基本体现,也是学派理论不断完善并发挥其应有价值的重要保障。
法兰克福学派自创始之日起就始终高度重视学术传承人(群体)的培养,从而为学派的发展不断注入

新鲜活力。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培养了众多学生,如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
以及作为学派中坚力量的内格特、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克劳森(Detlev Claussen)等。哈贝

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完成博士论文后,哈贝马斯于 1 9 5 6 年进入法兰克福

大学社会研究所,在那里,他和阿多诺一起工作”[1 5]3 5 2。哈贝马斯一生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包括施内德

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阿纳森(Johann Arnason)、埃德(Klaus Eder)等。霍耐特在被哈贝马斯

聘为助理教授的 6 年间,他们紧密合作,经常共同举办研讨会,这不仅使霍耐特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学派理

论的学习,也帮助其形成独立的学术研究能力。最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培养的众多学生在日后的职

业生涯中仍然致力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探讨,这使得学派始终能在批判理论的旗帜下不断吸收和凝聚

新的学术力量,这样一支基于学术认同的内聚性团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持续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障。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奥格本学派吸引了一批优秀学者参与到发明社会学的研究中,正是这些人的加

入使奥格本学派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遗憾的是,奥格本学派所组建的学术团队过于松散,成员彼此

之间缺乏稳固的学术和组织纽带。由于缺乏稳固的联系纽带,这些成员大都没有认真思考发明社会学作

为一门学科的推广和后续发展问题,同时也缺乏对奥格本学派这个学术品牌的身份认同及其背后所隐含

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无法形成一个有具体组织形式的研究团体。更为关键的是,学派创始人和其

他骨干并没有把培养一批认同发明社会学理论的后辈学人作为一项攸关学派命运的大事来做,如奥格

本、厄舍尔等人,尽管在大学任教期间也培养了众多学生,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学生培养成认同学派基础

理论、积极从事发明社会学研究的合格传承人,从而致使奥格本学派在本质上成为一个缺乏扎实学术和

组织根基的松散集合,团队成员对学派缺乏足够的学术认同和必要的责任意识。这为 20 世纪 60 年代奥

格本学派的迅速衰落埋下了深刻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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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派意识观照下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借鉴

学派和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诞生的绝大

部分学派都以特定大学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学科为依托,学派的产生和延续往往对所在大学和所属学科的

发展产生不可言喻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派在成长过程中开展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特色凝练、团队

搭建等活动,几乎与大学学科建设的使命任务完全重合;此外,“学派本身几乎囊括了学科发展所需的核

心要素:个性化的特色学术方向、稳定而内聚的师资队伍、持续且高效的科学研究、系统性的人才培养以

及可靠的平台保障等”[1 6]。就此角度而言,考察学派的兴衰历程,分析学派的成败经验,进而形成学派意

识,无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设,尤其是正在着力开展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大学,具有极为现实的借鉴意

义。结合本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不同历史境遇及其原因的阐释,中国大学在探索一流学科建

设路径过程中,应从学派意识的角度有更为深入的路径思考。
(一)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适宜的学术和制度土壤

一流的学派不仅拥有一流的人才,还拥有一流的学派文化、学派价值、学派制度和学派梯队。学科发

展以大学为依托,在培育世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必须着力于学术生态系统建设,实现学科人才、学科文

化、学科价值、学科制度的深度融合,形成学术整体,从而发挥各分支要素的最大价值,提高学科持续创新

能力、繁殖能力和竞争力。在资源支持方面,积极拓展资金筹集渠道,建立资金支持长效机制,在争取更

多财政投入的同时,重视科研成果的收益转化并吸收广泛的社会支持,为学科建设提供坚实后盾。在文

化建设方面,必须培育学术共同体意识,形成共同的学术价值追求,打造独具特色的学科文化素养,强化

学科认同感、归属感,激发学科成员的进取意识和担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团结高效、具有凝

聚力和荣誉感的学科团队。在学科制度建设方面,既要平衡外部机制也要加强内部机制建设。“政府性

力量与政策性资源不直接介入学科门类确定、学科团队搭建、学科平台建设、学科管理运行规则设计等微

观环节和具体领域”[1 7],鼓励发挥经费驱动的杠杆作用,以促进学科理论方向的转变和创新。在给予学

科内部群落一定的自由和空间的同时,要让学科建设能够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转,从而实现学科的快速发

展。学科内部发展上应探索符合学术规律的治理模式,正确认识和有效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赋予学

科带头人引领理论方向、凝聚研究团队、配置学术资源等方面的实质性学术权力和组织权力。
(二)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理论基石

建立特色化的学术理论是一个学派立足于学术之林的支柱。一个富有特色的学术理论,不仅能保障

学派的持续繁荣,还能够有效促进该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学科是一门学问的知识集成”,“学科建设的过

程就是知识的保护、传承和创造的过程,是知识体系的建构、维护和更新的过程”[18]。社会现实是一个学

科成长的土壤,打造具有特色的学术理论必须关注社会实际与学术前沿,寻找具有发展潜力的学术生长

点。“这是一项需要超凡学术智慧的工作”[1 9],在这一过程中,资助学者团体在相关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鼓励学科之间的切磋和竞争,减少研究人员在刊物出版和学术交流方面的壁垒,给予学术思想充足的生

存空间,都是打造呵护学术萌芽生长内外环境、避免窒息学术萌芽的重要举措。在理论体系的维护和更

新方面,聚焦学科研究目标,集中学科研究力量,人力物力上的资源倾斜,都将为理论的持续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后盾支持。其次,将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中,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指导,由此使理论研

究走出封闭的学术圈,进入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接受大众检视,利用大众的关注和支持为理论创新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
还应注意到,学科理论的发展必须具有纲领性和系统性,而不是漫无目的的 “野蛮生长”。“由于对

学科定位不清与不准,导致学科研究范式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也存在严重问题”[20],这成为很多学科发

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就学科发展的张力而言,学科理论范式必须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学科发展

理论必须具有指导性、纲领性。
(三)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术传承人

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既应该注重扩大人才培养的规模,为学科接续发展积蓄力量,也应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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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学科理论的发展培育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科成员。“建立一支宏大的朝气蓬勃、
富于生机的学术梯队,这是大师问世的前提”[21]。须知,只有在学术“高原”上才能产生学术“高峰”,因此

必须着力培植学术“高原”。首先,注重采用“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无论是在理工科的实验室

还是文史类的研究室,教师对学科领域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传授将既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把握学科知识

脉络和研究范式,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认同。鼓励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既是对既有学科知识的

审视和检验,也是促进学科理论不断完善的重要手段。其次,重视采用行之有效的教研方法。“习明纳这

种在西方大学史上已被反复验证的行之有效的、能充分实现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的教学方法,无疑对我

国大学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1 6]习明纳的教研方法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知识授受模式,给予学生

极大的自由,使教师和学生都成为知识和真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习明纳创造的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将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重要工具。

在打造学术“高峰”方面,应该注意到,“大师”是在适宜的学术土壤中“生长”而出的,并不是“推举”或
“指定”产生的。应该注重对学科领军人物学术水平的要求,但同时还应避免将学术能力作为衡量其能否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唯一指标。“学术素养或学术水平也许可以决定学者个体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但却

远不能支撑其所在大学所属学科的学术纵深”[1 6]。学科带头人不仅是学科学术发展方向的指引者和学

术团队的组建者,还肩负组织管理学术团队、协调学术资源的重任。因此在加强学术训练的同时,必须给

予学术下一代必要的组织和团队协调能力方面的训练。
(四)打造具有开放性、内聚性和延续性的学术团队

开放性、内聚性和延续性的学术团队,是一个学科生命力的重要保障和具体体现。开放,意味着学科

能够吐故纳新,不断吸收新鲜的学术养分,涵养学术活力;内聚,意味着学科能够始终保持特有的学术气

质和学术品格,在成长过程中不至迷失方向,失去学术个性;延续,意味着学科能够形成代际传承的发展

格局,确保学术事业的持久接续。团队建设是学科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建设一流学科就必须组建一流

的学术团队,而开放、内聚和延续又几乎是所有一流学术团队的共有特征。就现实而言,各个大学在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就是努力构建起一流的学术团队。然而,驱动一流学术团队

形成的动力从何而来? 在实践中,很多大学会首先选择运用更为直接、效率更高的行政力量来指挥甚至

直接介入学术团队的组建,然而在学术世界中行政力量的直接性和高效率又常常会“失灵”,因为行政力

量固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但必须认识到,一流的学术团队绝不仅仅是一批学者

哪怕是一批一流学者的机械组合,“只有当一批具有学术认同、秉持共同或相似的学术理念、致力于一致

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汇聚在一起时,才有可能搭建起一流的学术队伍”[22]。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行

政力量更有效的,是学术力量。而学派,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力量。“显然,只有学派这样的组织最方便、
最有可能承担此重任。因为学派可以利用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学术组织和学术群体并把这

些力量有效凝聚起来……高校应利用学派的这一特点汇聚天下精英”[23],构建起能够体现鲜明个性特征

的高水平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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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Rise and Fall of School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Taking Frankfurt School and Ogburn School as Examples

HE Zhenhai,LIU Yuyang
(College of Education,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 1 002,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 9 th century,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
school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both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hese
schools have different historical fate,either sustained prosperity or j ust a flash in the pan.The different
fate of those schoo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hools'orgamozation platform,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academic theory,and the trans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core persons and teams.Combining with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nal logic between schools and disciplines,b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impro-
ving schools'development steadly and seeking sustainable flourishment,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in-
troduce school consciousness actively,strive to provide positive academic conditions for the growth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encourage disciplines to establish academic groundwork with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cultivate disciplines leaders with academic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and
build a cohesive,open and sustainable academic team.
Key words:school;university school;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Frankfurt school;Ogbur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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